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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政策、技术创新与
碳排放强度动态效应

———基于三部门 DSGE 模型的模拟分析

孙　 建
(重庆工商大学

 

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重庆　 400067)

摘要:文章将技术创新、碳税税率等因素纳入包括居民、企业和政府三个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

模型中,研究了环保政策、技术创新对碳排放影响问题。 模拟分析表明:技术进步、研发投入、专有技术

设备投资、环境治理投资可以有效地降低碳排放强度,总体上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的双赢目

标。 碳税税率冲击对总产出的负向影响特别明显,环境治理投资冲击的后期正向效应比较明显,政府治

污支出冲击的当期效果比较明显。 同时发现,专有技术设备投资将会挤出研发投资,政府治污支出将会

挤出居民消费。 总体来看,专有技术设备投资冲击对碳排放、碳排放强度波动贡献最小,环境治理投资

冲击对碳排放、碳排放强度波动影响比较大。 根据结论提出了完善企业碳排放内部治理及外部监督机

制、成立协调管理机构、逐步建立碳税试点机制、进一步落实国家各项政策完善创新政策体系等政策

建议。
关键词:碳排放强度;环保政策;技术创新;动态随机一般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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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传统能源消耗逐年膨胀,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2006 年我

国碳排放量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家。 2013 年我国人均碳排放量为 7. 2 吨,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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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人均排放量的 6. 8 吨。 全球碳项目(GCP)发布排放数据表明,2017 年中国碳排放量排名世界

第一。 为有效解决碳排放问题,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我国政府自“十八大”以来做了大量工

作。 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小康社会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要努力实现“二氧化碳排放

大幅下降”的新要求,要积极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绿色发展”等重要举

措,强调要“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落实减排承诺”,进一步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 中央环保督察组用了 3 年时间,对全国 31 个省(区、市)存在的

环境问题进行了一次全覆盖式的督察,此次督查是我国环境保护有史以来国家层面直接组织的最

大规模行动,有力地推动了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目标。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

定因素进一步增加,外部贸易争端不断加剧,内部环境规制不断强化,创新型国家建设不断深入,中
国经济能否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是否可以实现双赢格局等问题越发突出。 如

何构建一个合理的模型来分析中国环境治理、技术创新、经济增长以及二氧化碳减排之间的影响关

系,考察环境治理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调性成为当前环境经济领域研究的热点,具有重要政策意

义,有利于进一步厘清创新型国家建设、环境治理投资对碳减排的影响机制,健全我国低碳发展政

策体系。 在此背景下,本文将技术创新、环境规制中的碳税税率等因素纳入包括居民、企业和政府

三个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研究了环保政策、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影响

的问题,是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能否实现双赢目标的有益探索。

一、相关文献回顾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已经成为当代宏观经济分析的一个基本工具[1] 。 在一般均衡

框架下,DSGE 模型采用动态最优化方法考察经济系统中行为主体决策,能够很好地刻画经济系统

中个体行为及个体效用最大化准则下经济系统所体现的整体特性。 由于 DSGE 模型专长于刻画经

济系统的具体结构,便于进行各种类型的冲击模拟,而自下而上的建模原则又赋予其逻辑清晰的解

释能力,非常适合于冲击传导研究和政策模拟[2] 。 DSGE 模型已经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环境政策

等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 一些学者将宏观经济学中的 DSGE 建模应用到生态环境领域[3] 。 Fischer
和 Springborn 利用 RBC 模型研究了排放强度、碳税、碳排放限额和碳排放目标的关系,发现限额和

碳税会抑制经济体中生产率冲击的效果[4] 。 Angelopoulos 等利用 DSGE 模型研究了最优减排政策,
发现碳税政策优于碳排放规则政策[5] 。 Bukowsk 和 Kowal 利用 DSGE 模型对欧洲碳排放政策进行

评估,发现节能减排对生态环境和经济结构改善起到推进作用[6] 。 Heutel 利用 DSGE 模型,通过社

会福利函数的分析,研究了最优减排政策问题[7] 。 Fischer 和 Heutel 对纳入污染和环境政策的真实

周期模型、考虑内生技术进步的宏观经济模型在环境政策方面的研究进行了比较[8] 。 Annicchiarico
和 Di

 

Dio 利用 DSGE 模型对碳排放强度、碳排放上限和碳税三种环境政策进行了比较,发现当存在

价格粘性时,碳税政策更能增加社会福利[9] 。 Dissou 和 Karnizova 利用多部门 DSGE 模型研究了技

术冲击下的碳减排政策,发现当冲击来自于非能源部门时碳排放配额政策与碳税政策无明显

差异[10] 。
杨翱等对 DSGE 模型在环境和能源领域的研究做了三个方面的分析[11] 。 朱智洺和方培利用

DSGE 模型研究了能源价格与碳排放的动态影响关系,发现能源价格波动对碳排放的作用为负向

的[12] 。 杨翱等构建了引入工资粘性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研究发现五种外生冲击中,
货币冲击持续的时间最长,能源价格冲击影响的强度最大[13] 。 刘建华等构建区域创新体系 DS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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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形成由 30 个模型组成的河南创新体系 DSGE 模型体系,运用贝叶斯方法和计量经济学方法等

进行参数估计,分析了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等的波动对河南创新体系状态变量和控制变量的作

用效果[14] 。 武晓利通过构建包含环保政策因素的三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 DSGE)模型,研究发

现征收碳税以及提升环境消费偏好均能够显著改善环境质量,但对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负效应[15] 。
高超平等围绕居民、企业、环境三者关系构建 DSGE 模型,研究发现碳配额的总量目标不变时,调整

免费配额比例只能影响有偿发放配额的均衡价格[3] 。 肖红叶和程郁泰构建环境 DSGE 模型,发现环

境政策对我国经济系统稳定性没有产生特别强烈的负面冲击[16] 。 武晓利通过构建三部门双系统

DSGE 模型,发现生产技术对产出、非能源与能源消费、投资和就业具有正效应,但长期内导致碳排

放量上升;环保技术对产出、非能源与能源消费、投资和就业具有正效应,同时有效降低碳排放,且
环保技术冲击对各变量的影响均有较强的持续性[17] 。

上述利用 DSGE 模型研究碳减排的相关研究中,多数情况下是讨论技术冲击(通常用全要素生

产率冲击来衡量)、减排政策冲击(常见的有碳排放强度、碳排放上限和碳税等冲击)对碳排放的影

响,较少涉及技术创新因素(如 R&D 投入、专有技术设备投资等)以及环保政策(如碳税、环境治理

等)对碳排放影响的综合研究。 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 Klima 等[18] 的研究为基础,以
Klimat 等的垄断竞争的 RBC 模型为框架,将专有技术设备投资纳入居民资本积累过程中①,将技术

创新(R&D 投入)、碳税等因素纳入企业生产过程中,将环境治理纳入政府行为中,构建一个包括居

民、企业和政府三个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以分析环保政策、技术创新对社会产出和二氧

化碳排放的影响。

二、研究模型构建

(一)居民

假定经济体中存在着无数个无限生命期限的同质居民,居民的偏好是时间可分离的,居民效用

函数采用对数形式,居民在每一期规划其消费与劳动供给以最大化一生的效用。 借鉴 Jerger 和

Röhe[19] 、武晓利和晁江锋[20] 、托雷斯[1] 、徐文成等[21]研究中的居民效用函数设定形式,模型中代表

性居民面临着如式(1)的最优化问题:

maxE0􀰐
�

t = 0
βt[γlnC t + (1 - γ)ln(1 - Lst) - τlnHt] (1)

式(1)中, E0 表示条件期望算子, β 表示居民消费贴现因子, γ 表示居民闲暇比重, τ 表示环境

污染(本文指二氧化碳排放量)给居民带来的负效用权重, C t 表示第 t 期实际居民消费支出,Lst 表

示居民劳动供给时间, 1 - Lst 表示居民闲暇时间, Ht 表示中间品厂商二氧化碳排放量。
代表性居民的预算约束为:
PFtC t + PFtIt = WtLst + R tKst-1 + pi t + pi_pst - Tt (2)
式(2)中, PFt 表示 t 期最终产品价格水平, It 为 t 期实际居民投资, Wt 为 t 期名义劳动价格, R t

为 t 期名义资本价格,pi t 和 pi_pst 表示企业利润(对应式(9)、(17)中的利润) ②, Tt 表示居民每期向

政府交纳的定量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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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 DSGE 模型中,资本存量的所有者可以是居民或者是厂商,托雷斯(2015)详细进行了论述。 本模型假定资本为居民所有。
居民约束条件设定参考了托雷斯(2015)、刘斌(2010)、Klima(2015)等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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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居民 t 期的资本存量为 Kst,资本以名义价格 R t 出租给厂商用于生产,居民资本积累按照

以下运动方程:

Kst = (1 - δK)Kst-1 + IItIt[(1 -
φ1

2
)(

It

It-1

- 1) 2]
 

(3)

式(3)中, δK 表示资本折旧率, IIt 表示投资专有技术冲击[22-23] ,
φ1

2
(
It

It-1

- 1) 2 表示投资调整成

本函数[1,24] , φ1 表示投资调整成本的变动程度。
假定投资专有技术冲击 IIt 的对数服从如下 AR(1)过程:
ln(IIt) = ρII ln(IIt-1) + εII

t (4)
式(4)中,随机冲击项 εII

t 为序列不相关且服从均值为零、标准差为 σII 的正态分布, 0 ≤ ρII < 1
。

(二)厂商

模型中厂商分为最终品厂商和中间品厂商[25] 。 中间品厂商在垄断竞争的市场上把中间品销售

给最终品厂商,最终品厂商将中间品组装以后在完全竞争产品市场上出售给居民。 模型中劳动和

资本由居民提供,假定生产要素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 厂商设定参考了朱柏松[26] 、Klima 等[18] 、
吴智华和杨秀云[27]等人的研究。

1. 最终品厂商

最终品厂商通过对连续分布的中间产品进行组装来生产最终产品,按照 DSGE 模型中 Dixit-
Stiglitz 的加总方法有:

YFt = ∫1

0
YMONt

ρ-1
ρ dMON

é
ë
êê

ù
û
úú

ρ
ρ-1

(5)

式(5)中: YFt 表示最终产品; YMONt 表示中间产品; ρ表示不同中间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用来衡

量中间品厂商垄断程度[28] , ρ 越小,则任意两个中间产品的可替代弹性也越小,这就意味着中间产

品生产商的垄断能力越强[29] 。
最终品厂商在约束条件(5)下面临如下最优化问题:

MaxΠt = PFtYFt -∫1

0
PMONtYMONtdMON (6)

式(6)中, PMONt 表示中间产品垄断价格,求解该最优化问题,可得最终品厂商与中间品厂商的

产出水平有如下关系:

YMONt =(
PMONt

PFt
) -ρYFt (7)

在完全竞争的最终产品市场上,最终品厂商的利润为零,则有:

PFt =[∫1

0
PMONt

(1-ρ) dMON]
1

1-ρ (8)

2. 中间品厂商

中间品厂商在完全竞争的要素市场上购买劳动 Ldt 和资本 Kdt,投入 RDt 的费用用于企业技术

创新活动,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每单位二氧化碳排放被政府征收 Pht 单位的碳税。 中间品生产商第一

阶段面临如下最优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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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pi t = E0􀰐
�

t = 0
β t

λ t+1

λ t
P tYt - R tKdt - WtLdt - PhtHt - RDt[ ] (9)

式(9)中, λ t 表示居民的边际效用[30] , P t 表示中间产品 Yt 的出厂价格, Ht 表示中间产品生产企

业二氧化碳排放量。
中间品生产商在这一阶段面临的约束条件如下:
Yt = AtKdt

αKLdt
α LSRDt-1

α SRD (10)

Ht = n1Y
n2
t SRDn3

t-1HJZLn4
t (11)

SRDt = (1 - δ SRD)SRDt-1 + RRStRDt (12)

式(10)是中间品厂商生产函数, At 表示技术进步即全要素生产率[31] ,其对数服从 AR(1)过程。
αK 、 α L 、 α SRD 分别表示实物资本 Kdt、劳动 Ldt、研发资本 SRDt 的产出弹性, δ SRD 表示研发资本折旧

率。 HJZLt 表示环境治理投资,RDt 表示企业技术创新投入。 Pht、HJZLt 和 RRSt 分别表示碳税税率

冲击、环境治理投资冲击和研发投入冲击,对数服从 AR(1)过程。
ln(At) = ρ Aln(At-1) + ε A

t (13)

ln(HJZLt) = ρHJZLln(HJZLt-1) + εHJZL
t (14)

ln(RRSt) = ρRRS ln(RRSt-1) + εRRS
t (15)

ln(Pht) = ρ Ph ln(Pht-1) + ε Ph
t (16)

式(13)至(16)中随机冲击 ε A
t 、 εHJZL

t 、 εRRS
t 、 ε Ph

t 分别为序列不相关且服从均值为零,标准差为

σ A 、 σHJZL 、 σRRS 、 σ Ph 的正态分布, ρ A 为自相关系数, 0 ≤ ρ A < 1,其余自相关系数取值类似。
由于假设中间品厂商是垄断竞争的,厂商在市场上具有一定的定价权。 中间品厂商在垄断竞

争市场上以垄断价格 PMONt 把中间品卖给最终品厂商,最终品生产商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把中间品

组装以后出售给消费者[26-27] 。 中间品厂商在给定产品需求 YMONt 和中间品出厂价格 P t 的情况下,选
择垄断价格 PMONt 实现利润最大化,中间品厂商在第二阶段面临如下优化问题:

Maxpi_pst = E0􀰐
�

t = 0

λ t+1
Uλ t+1

λ t
(PMONt - P t)YMONt -

φ 2

2
(

PMONt

PPI·PMONt-1

- 1) 2YFtPFt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17)

式(17)中,贴现率
λ t+1

Uλ t+1

λ t
为居民跨期边际替代率。 中间品厂商价格存在二次调整成本,二次

调整成本按 Rotemberg[32]的形式设定,
φ 2

2
(

PMONt

PPI·PMONt-1

- 1) 2YFtPFt 表示中间品厂商调整价格 PMONt

需要付出成本。 φ 2 表示价格调整成本系数,反映中间品厂商调整价格所带来的额外成本[28,33] ,衡量

经济中存在的价格粘性[34] 。
(三)政府

政府部门从居民收取定量税 Tt,同时向中间品厂商征收碳税 PhtHt。 政府所有税收等于其治污

支出 G t,政府治污支出用于环境治理投资 HJZLt。 对政府部门而言,有如下条件:
Tt + PhtHt = PFtG t (18)

HJZLt = n5G
n6
t (19)

式(18)中政府支出 G t 的对数序列服从不相关,均值为零、标准差为 σG 的正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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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数校准与估计

根据刘斌[35] 、李建强[36] 的研究,DSGE 模型中的参数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反映模型稳态特

性的有关参数,通常采用校准(calibration)的方法来设定;另一类是反映模型动态特性的有关参数,
通常采用估计的方法来确定。 孙宁华论述了 DSGE 模型中校准方法使用的必要性[37] ,本文对反映

模型动态特性的部分参数也采用校准的方法③。
根据本文 DSGE 模型设定形式,需要校准的静态参数包括:居民消费贴现因子 β ,居民闲暇比重

γ ,环境污染给居民带来的负效用权重 τ ,投资调整成本的变动程度 φ 1,资本折旧率 δ K ,中间品厂

商研发资本折旧率 δ SRD ,中间品之间的替代弹性 ρ ,中间品价格调整成本系数 φ 2。

环境污染给居民带来的负效用权重 τ :该参数在 DSGE 文献中并不多见,武晓利[15] 、朱智洺和

方培[12]将此参数取值为 1,郑丽琳和朱启贵将此参数取值为 2[38] 。 考虑到“十三五”及以后更长的

一段时期我国经济社会要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居民对环境质量要求进一步提高、生态文明建设目标

的进一步实现等情况,所以将该参数校准为 3④。
投资调整成本的变动程度 φ 1:张佐敏根据季度数据采用贝叶斯方法得到此参数估计值为

2. 105[39] ,武彦民和竹志奇也采用了这一取值[40] ,刘金全等根据季度数据采用贝叶斯方法得到此参

数估计值为 1. 897
 

6[41] 。 本文在参数估计时使用年度数据,将张佐敏[39] 和刘金全等[41] 的此参数取

值平均以后按复利再折算,取整后将此参数校准为 8。
研发资本折旧率 δ SRD :吴延兵认为该参数的确定有三种方法[42] ,一是根据经验直接将折旧率

δ SRD 设为 15%;二是通过计算专利净收益来估计;三是假定 δ SRD 值是专利产生收益时间长度的反函

数来估计。 文献中广泛使用的研发资本存量的年度折旧率一般设为 15%,本文也照此取值。
价格调整成本系数 φ 2:徐文成等研究中利用国内宏观数据得到的估计值为 20. 9[21] ,郭立甫等

用贝叶斯估计方法得到该参数设为 28. 932[34] 。 在采用 Rotemberg[32] 价格调整的文献中,该参数取

值一般都在 20 以上,文中将参数设为 22。
模型其他静态参数的设置,即居民消费贴现因子 β 、居民闲暇比重 γ 、资本折旧率 δ K 、中间品

之间的替代弹性 ρ 等 4 个参数的取值,文献中对此类参数的讨论结果比较一致[22] 。 本文对此 4 个

参数的校准主要参考了蒋颖[43] 、孙宁华[37]等的研究。 模型全部静态参数如表 1。
表 1　 模型静态参数

参数 校准值

居民消费贴现因子 β 0. 985
居民闲暇比重 γ 0. 4

环境污染给居民带来的负效用权重 τ 3
投资调整成本的变动程度 φ1 8

资本折旧率 δK 0. 12
研发资本折旧率 δ SRD 0. 15

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 ρ 6
价格调整成本系数 φ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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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校准法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统计估计方法,但校准法得到的参数源于现实经济数据,是对稳态时变量间长期关系的良好近似替代,能
较好地解决卢卡斯批判问题。 参见:王胜华. 政府支出经济增长效应区域异质性研究[D] .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2018.

限于篇幅,本文未对静态参数进行稳健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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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映模型动态特性的有关参数利用 1992—2014 年的年度数据进行校准。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

年鉴 1993—2015》《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1993—2015》及《中国统计摘要 1993—2015》各期,采用国内

生产总值代表 Y ,资本存量 K 的测算参考了单豪杰[44]的方法,R&D 资本存量 SRD 的测算参考了吴

延兵[45]的方法,年末从业人员用 L 来表示,碳排放量 H 的测算利用中国 1992—2014 年能源消费标

准量数据,环境治理投资 HJZL 在 1992—2000 年数据来自董文福等[46] ,2001—2014 年数据来自《中

国环境统计年鉴》。 所有价值型数据使用 GDP 缩减指数进行平减(1992 = 100)。
参数 ρ II 和 σ II 的校准参考华昱[22] 、易小丽[47] 的研究⑤。 根据中国设备工器具购置价格指数

(INDEX92)得到一阶自回归模型为式(20):
LN(INDEX92)= 2. 2951+0. 5264LN(INDEX92( -1)) +[AR(1)= 0. 9676] (20)
根据式(20),得到参数 ρ II 的估计值为 0. 526

 

4,标准差 σ II 为 0. 015
 

3。 易小丽利用 1990—2011
的年度数据得到参数 ρ II 估计值为 0. 540

 

0[47] 。 综合考虑,文中采用易小丽[47]的取值。 n1 和 n2 取值

参考了武晓利[15] ,在此基础上利用样本数据估算出 n3 和 n4。 参考杨翱和刘纪显[48] 的研究, ρ Ph 和

σ Ph 分别取值为 0. 465 和 2. 688。 借鉴徐舒等[49]的做法,式(10)、式(11)以及随机冲击序列中部分

可估计参数通过校准方法得到。 张军等估算 1992—1998 年间我国劳动产出弹性为 0. 391[50] 。 资本

的产出弹性,国内文献一般将其设为 0. 33 ~ 0. 5 之间[48] 。 进一步参考朱智洺和方培[12] 、孙宁华[37]

的生产函数的设定形式,将式(10)中 αK 、 α L 分别校准为 0. 493 和 0. 349。 吴延兵在 C-D 生产函数

框架下估算我国 R&D 存量的产出弹性为 0. 1 ~ 0. 3[45] ,本文取其平均值,故将 α SRD 校准为 0. 2。 将

αK 、 α L 、 α SRD 代入式(10),利用样本数据可计算出 ln(At) 序列,利用式(10)得到⑥:
ln(At) = 0. 5484 + 0. 7473ln(At( - 1))

 

(21)
(0. 0728)

 

(0. 003)
式(21)中,括号中的数据表示系数为 0 的概率,用于变量的显著性检验。 由式(20)可知 ρ A =

0. 747
 

3, 由 EVIEWS 软件回归结果可得回归标准差即 σ A = 0. 050
 

5。 同理可得 ρRRs 和 ρHJZL ,如表 2
所示。

表 2　 反映模型动态特性的有关参数

参数 校准值
n1 0. 150

 

0
n2 0. 737

 

7
n3 -0. 026

 

3
n4 -0. 096

 

2
ρA 0. 747

 

3
σA 0. 050

 

5
ρ II 0. 540

 

0
σ II 0. 001

 

9
ρPh 0. 465

 

0
σPh 2. 688

 

0
ρRRs 0. 990

 

5
σRRs 0. 049

 

2
ρHJZL 0. 984

 

5
σHJZL 0. 117

 

1
ρG 0. 983

 

8
σG 0. 03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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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专有技术投资进步的重要表现是设备投资价格的下降以及同时设备投资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上升,参见文献[22]。
模型(21)满足计量经济学相关假定,相关过程略去,其他一阶自回归模型处理过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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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动态效应与传导机制分析

由于模型涉及居民消费、投资、劳动供求、企业利润、研发资本存量、总产出等多个宏观经济变

量和技术进步冲击、专有技术设备投资冲击、研发投资冲击等技术创新因素,以及碳税税率冲击、环
境治理投资冲击、政府治污支出冲击等环保政策因素,模拟结果较多,所以下文仅对各类冲击对总

产出、居民消费、研发资本存量、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的动态效应及传导机制进行分析。
随机冲击对变量影响的动态效应主要是通过脉冲分析来完成的。 脉冲响应分析有两个目的:

一是考察随机冲击是否能够导致经济变量之间的共动性;二是揭示随机冲击导致的变量之间的影

响机制[31] 。 图 1 至图 6 展示了各类随机冲击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动态影响⑦。
(一)技术进步冲击

在受到一个标准差的技术进步冲击后(图 1),居民消费 C、研发资本存量 SRD、总产出 Y 和碳排

放量 H 相对于系统稳态值的偏离显现正向变动趋势,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CO2QD 显现负向变动趋

势。 居民消费在第 2 期达到正向峰值,达到 0. 316
 

5 个百分点。 研发资本存量在第 4 期达到正向峰

值,达到 0. 253
 

5 个百分点。 总产出和碳排放量都在第 1 期达到正向峰值,分别为 0. 209
 

6 和 0. 154
 

6 个百分点。 碳排放强度在第 1 期达到负向峰值 0. 055
 

0 个百分点。 各变量在达到峰值以后逐步向

稳态值逼近。

图 1　 技术进步冲击的脉冲响应

分析模拟结果可知,当期技术进步促进企业产出增加,企业利润增加,引起居民消费水平增加。
企业利润增加的同时引起企业研发投入增加导致研发资本存量增加。 居民消费和技术进步最终导

致总产出增加,碳排放量也增加。 碳排放量的增加不及总产出的增加,因而引进碳排放强度下降。
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进步引起的总产出逐步下降,居民消费、研发资本存量、碳排放量也逐步下降

向稳态逼近,碳排放强度也呈下降趋势(相对于稳态)并逐步向稳态逼近。
(二)专有技术设备投资冲击

在受到一个标准差的专有技术设备投资冲击后(图 2),居民消费 C 相对于系统稳态值的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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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图 1 至图 6 中纵坐标表示变量相对于其稳态值的变化率,其单位为“%”,即一个百分点。 变量稳态值是指随机冲击项取其均值(通常为

零)时变量的取值,模型求解采用线性对数的形式。 参考文献[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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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现正向的驼峰变动趋势,在第 10 期达到正向峰值,达到 0. 010
 

1 个百分点,其变动趋势与华昱[22]

研究结论相似。 总产出 Y 相对于系统稳态值的偏离在第 1 期出现负值,随后上升,在第 6 期达到正

向峰值,其值为 0. 004
 

3 个百分点,随后往稳态逐步下降。 碳排放 H 变动也出现类似情形,在第 6 期

达到正向峰值 0. 003
 

2 个百分点。 研发资本存量 SRD 相对于系统稳态值的偏离情况比较复杂,在 6
期之前是负向变动,在第 2 期达到负向峰值 0. 004

 

3 个百分点,在 7 期以后呈驼峰形波动,在 14 期达

到正向峰值 0. 005
 

4 个百分点后往稳态逐步下降。 碳排放强度 CO2QD 第 1 期正向变化,然后开始

负向变化,在第 9 期达到-0. 001
 

1 个百分点,之后逐步向稳态逼近。
分析模拟结果可知,当期设备投资增加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转化为生产资本,所以当期设备投资

增加以后总产出有个短暂的下降进而引起当期碳排放强度的增加。 由于居民当期没有预期到设备

投资增加,所以他们的当期消费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 但随着时间推移,设备投资转换为生产资

本,增加了资本存量,增加了企业利润,因此后期居民消费呈增加趋势。 随着总产出增加,碳排放量

也显现增加趋势。 进一步分析可知,短期内设备投资增加挤压了研发投资。 长期来看,设备投资对

研发投资的挤出效应逐步减弱,总产出的增加逐步引起研发资本存量大幅度的增加,从而导至碳排

放强度显现下降趋势并逐渐趋近于稳态水平。

图 2　 专有技术设备投资冲击的脉冲响应

(三)碳税税率冲击

在受到一个标准差的碳税税率冲击后(图 3),居民消费 C、研发资本存量 SRD、总产出 Y 和碳排

放量 H 相对于系统稳态值的偏离显现负向变动趋势,碳排放强度的变化率显现正向变动趋势。 征

收碳税将影响企业研发,结论与杨翱和刘纪显[48]基本类似。 居民消费在第 3 期达到负向峰值,达到

0. 011
 

6 个百分点。 研发资本存量在第 4 期达到负向峰值,达到 0. 014
 

0 个百分点。 总产出和碳排

放量都在第 1 期达到负向峰值,分别为 0. 014
 

8 和 0. 011
 

0 个百分点。 碳排放强度 CO2QD 在第 1 期

达到正向峰值 0. 003
 

9 个百分点。 各变量在达到峰值以后逐步向稳态值逼近。
分析模拟结果可知,当期碳税税率冲击较大地减少了企业利润,引起居民收入降低,导致居民

消费降低。 企业利润降低引进居民收入下降,从而引起居民投资减少,投资下降进而影响资本存量

减少,企业产出也相应减少。 由于研发资本存量减少的幅度大于总产出的幅度,引起碳排放量的变

化率大于总产出的变动,进而引起碳排放强度的正向变动,但碳排放强度也显现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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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环境治理投资冲击

在受到一个标准差的环境治理投资冲击后(图 4),居民消费 C 相对于系统稳态值的偏离显现

从负向变动到正向变动然后逼近稳态的趋势,居民消费在第 1 期达到负向峰值,达到 0. 008
 

5 个百

分点,在第 46 期达到正向峰值 0. 032
 

0 个百分点。 研发资本存量 SRD、总产出 Y 相对于系统稳态值

的偏离显现正向变动达到峰值并逐步逼近稳态的趋势,研发资本存量在第 2 期达到正向峰值 0. 008
 

0 个百分点,总产出在第 36 期达到正向峰值 0. 017
 

6 个百分点。 碳排放 H 及碳排放强度 CO2QD 相

对于系统稳态值的偏离显现负向增加趋势。
分析模拟结果可知,当期环境治理投资的增加,意味着当期居民定量税增加(图 4 中没有表示

出来),当期居民可支配收入下降引起当期居民消费下降。 由于资本生产的惯性,企业当期产出、研
发投入未受影响,因此总产出、研发资本存量仍保持较高水平。 当期环境治理投资的增加直接引起

当期碳排放量减少进而引起碳排放强度下降。 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治理投资对碳排放量的抑制

作用益发明显,企业碳税减少,企业利润增加,民居收入增加,引起后期居民消费、总产出、研发资本

存量的增加。

图 3　 碳税税率冲击的脉冲响应 图 4　 环境治理投资冲击的脉冲响应

　 　 (五)研发投入冲击

在受到一个标准差的研发投入冲击后(图 5),居民消费 C、研发资本存量 SRD、总产出 Y、碳排

放量 H 相对于系统稳态值的偏离均显现正向驼峰型变动趋势,碳排放强度 CO2QD 相对于系统稳态

值的偏离显现负向变动趋势。 居民消费在第 1 期偏离稳态-0. 017
 

1 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在第 42 期

达到正向峰值,达到 0. 159
 

4 个百分点。 研发资本存量在第 28 期达到正向峰值,达到 0. 219
 

7 个百

分点。 总产出在第 46 期达到正向峰值,达到 0. 050
 

2 个百分点。 碳排放强度在第 42 期达到负向峰

值 0. 018
 

6 个百分点。 各变量在达到峰值以后逐步向稳态值逼近。
分析模拟结果可知,当期研发投入增加引起研发资本存量的增加,进而引进总产出的增加,总

产出增加以后碳排放量也增加,但碳排放量增加不及总产出增加,所以碳排放强度下降。 当期研发

投入增加以后,当期企业利润减少,居民可支配收入相应减少,所以当期居民消费减少。 随着时间

的推移,研发投入的产出效应越来越明显,引起总产出水平、居民消费、碳排放量的增加及碳排放强

度的下降。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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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政府治污支出冲击

在受到一个标准差的政府治污支出冲击后(图 6),研发资本存量 SRD、总产出 Y、碳排放量 H 相

对于系统稳态值的偏离均显现正向的变动趋势,碳排放强度 CO2QD 相对于系统稳态值的偏离显现

负向到正向然后逐步逼近稳态的变动趋势。 居民消费相对于系统稳态值的偏离显现负向变动

趋势。
分析模拟结果可知,企业当期未预期到政府支出增加,企业生产未受影响,因此总产出和研发

资本存量维持在较高水平上。 当期总产出增加、政府治污支出增加,引进企业当期碳排放量的增加

量比较小,碳排放强度因此偏离稳态显现负向趋势。 当期政府治污支出的增加,对居民消费造成了

较大挤出,居民消费变动在第 1 期达到负向峰值 0. 222
 

1 个百分点。 由于居民消费减少幅度过大造

成总需求的减少,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产出显现下降趋势,研发资本存量也随之显现下降趋势。
政府治污支出增加、研发资本存量增量较小,二者最终引进碳排放量在第 2 期增加到正向峰值。 由

于产出变动幅度不大,引起碳排放强度在第 2 期也达到其正向峰值。 从第 3 期开始,各变量显现常

规的合理变动趋势。 总体来看,政府治污支出增加挤出了居民消费,同时会引起碳排放强度下降。

图 5　 研发投入冲击的脉冲响应
图 6　 政府治污支出冲击的脉冲响应

五、方差分析

以上分析了各类随机冲击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动态效应及影响机制。 为了进一步考察各类

冲击对宏观经济变量波动的影响程度,表 3 列出了方差分析的结果。 以表 3 中数据第一行为例,对
于居民消费的波动,技术进步冲击能够解释 53. 05%,政府支出冲击能够解释 40. 93%,其他冲击的

影响均比较小。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环境治理投资冲击对碳排放及碳排放强度波动的影响比较大,
分别达到 72. 99%和 99. 34%。

表 3　 方差分析(%)
 

σA σ II σPh σG σRRs σHYJZL

C 0. 530
 

5 0. 000
 

3 0. 036
 

9 0. 409
 

3 0. 013
 

5 0. 009
 

5
CO2QD 0. 000

 

3 0. 000
 

0 0. 000
 

1 0. 006
 

1 0. 000
 

1 0. 993
 

4
H 0. 212

 

0 0. 000
 

1 0. 046
 

7 0. 011
 

1 0. 000
 

1 0. 729
 

9
SRD 0. 665

 

4 0. 001
 

0 0. 159
 

1 0. 000
 

3 0. 166
 

0 0. 008
 

3
Y 0. 719

 

5 0. 000
 

4 0. 156
 

3 0. 103
 

7 0. 000
 

5 0.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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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结论及建议

本文将技术创新(R&D 投入)、碳税税率等因素纳入包括居民、企业和政府三个部门的动态随

机一般均衡模型中,通过脉冲响应和方差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技术进步、研发投入、专有技术设备投资、环境治理投资可以有效地降低碳排放强度,总

体上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的双赢目标。 比较四类冲击对总产值正向峰值和碳排放强度负

向峰值影响可知,技术进步对其作用最大,环境治理投资其次,研发投入再次,专有技术设备投资排

在最后。 碳税税率冲击对总产出的负向影响特别明显,环境治理投资的后期正向效应比较明显,政

府治污支出的当期效果比较明显。 同时发现,设备投资短期将会挤出研发投资,政府治污支出将会

挤出居民消费。

第二,总体来看,专有技术设备投资冲击对碳排放、碳排放强度波动贡献最小,环境治理投资冲

击对碳排放、碳排放强度波动的影响比较大。 随机冲击对碳排放波动贡献大小排序为:环境治理投

资冲击、技术进步冲击、碳税税率冲击、政府支出冲击、研发投入和专有技术设备投资冲击。 随机冲

击对碳排放强度波动贡献大小排序为:环境治理投资冲击、政府支出冲击、技术进步冲击、研发和碳

税税率冲击。

上述结论对我们进一步认识环境保护、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启示,对进一

步完善碳减排政策、优化环保政策体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从宏观层面看,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的时代特征下,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不断强化的现实背景下,通过加大环境治理投入,加强环

境保护监督,关停并转一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切实提高生态环境质量,优化企业技术创新环境,

加强企业创新创业资助政策落实,达到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发展格局是能够实现的。 从

微观层面看,根据本文研究结论,可以着手完善以下四个方面的制度体系:其一,完善企业碳排放内

部治理及外部监督机制。 一方面,要建立碳减排与创新资助之间的激励机制,鼓励企业通过加强自

身技术创新来减少企业碳排放水平;另一方面,环境监管部门也要加强碳排放监管力度,惩罚型机

制与激励型机制共同发力,确保企业碳排放保持在红线范围之内。 其二,成立协调管理机构,保证

重大政策目标的协调性。 环境保护及环保相关政策的制定要考虑到多个部门相关政策的协调性。

环境保护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环保部门、科技部门、工业信息化部门等多个部门的协同,才能从

环境治理、科技投入、企业技术改造等多个方面推进环境质量提升,建议成立相应的协调管理机构,

对环保、科技、工业信息化等部门的低碳、技术创新资助等相关文件进行清理,对不一致的内容进行

调整。 其三,逐步建立碳税试点机制。 要进一步突出科技政策在环境保护中的导向作用,要不断加

强工业企业碳排放清单编制工作。 在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湖北省、广东省及深圳市开

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基础上,利用碳排放清单,对碳排放强度大、大气排放污染问题突出的企业

建立碳税试点机制。 其四,要进一步落实国家各项政策,完善创新政策体系。 从模拟结果可以明显

看到,由技术创新带来的二氧化碳碳排放强度下降非常明显。 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集成创新,特

别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切实提高整个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 进一步落实《关于提高研究开发费

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的通知(财税〔2018〕99 号)》等政策要求,进一步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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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落实《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暂行办法》的各项要求,加强对各类企业的

技术改造力度,推进企业设备更新改造,加大企业技术装备投资。 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

促进法》的各项要求,推广先进适用清洁生产技术工艺及装备,推进重点行业清洁生产水平显著提

高,切实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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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corpora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carbon
 

tax
 

rates
 

and
 

other
 

factors
 

into
 

the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including
 

the
 

residents 
 

enterprises 
 

and
 

government 
 

the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ies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carbon
 

emission. The
 

simulation
 

analysis
 

shows
 

tha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D
 

investment 
 

proprietary
 

technology
 

investment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vestment
 

can
 

effectively
 

reduce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and
 

on
 

the
 

whole 
 

it
 

can
 

achieve
 

the
 

win - win
 

goal
 

of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e
 

carbon
 

tax
 

rate
 

on
 

total
 

output
 

is
 

particularly
 

obviou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vestment
 

shocks
 

is
 

more
 

obvious
 

in
 

the
 

later
 

period 
 

and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pollution
 

expenditure
 

impact
 

is
 

more
 

obvious
 

in
 

the
 

current
 

period. At
 

the
 

same
 

time 
 

it
 

is
 

found
 

that
 

proprietary
 

technology
 

investment
 

will
 

squeeze
 

out
 

R&D
 

investment 
 

and
 

government
 

pollution
 

spending
 

will
 

squeeze
 

out
 

consumer
 

spending. On
 

the
 

whole 
 

the
 

impact
 

of
 

proprietary
 

technology
 

investment
 

on
 

carbon
 

emission
 

and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fluctuations
 

contributes
 

minimally.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vestment
 

on
 

carbon
 

emissions
 

and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fluctuations
 

is
 

relatively
 

large. 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such
 

as
 

improving
 

the
 

internal
 

governance
 

and
 

external
 

supervision
 

mechanism
 

of
 

carbon
 

emissions 
 

establishing
 

a
 

coordination
 

management
 

institution 
 

gradually
 

establishing
 

a
 

carbon
 

tax
 

pilot
 

mechanism 
 

and
 

further
 

implementing
 

various
 

national
 

policies
 

and
 

improving
 

the
 

innovation
 

polic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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